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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“蜀石经”对《十三经》结集的决定作用（舒大刚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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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书郎孙明古写《周礼》，国子博士孙逢吉写《周易》，校书郎周德政写《尚书》，简州平泉令张德昭写《尔

雅》。” 

    凡此种种，歧说纷呈，莫衷一是。“蜀石经”到底是九经，或是十经，抑或是十一经，或是七经？“蜀石经”中

到底有哪些经典，有没有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等等，如果不搞清楚，自然不利于“蜀石经”的研究，也不利于儒家

“十三经”结集过程的考察，更不好对“十三经”的形成时代作出准确判断。通过宋代以来各类文献的考察，我们发

现以上种种记载都有偏颇之处，有的显然失考（如“十一经”说），有的则出于误记（如“九经”、“七经”说），

有的则将孟蜀石经与北宋补刻石经互相混淆（如“十经”说、“十一经”说）。我们认为，“蜀石经”一名而含二

义，一是五代孟蜀所刻石经；二是始于孟蜀成于北宋在蜀地所刻石经。“蜀”字既代表时代又代表地域，前后二义所

指皆同，即在同一地区发生并延续进行的同一个工程，不能只取前而不取后。因此我们所说“蜀石经”不仅有孟蜀石

经，而且也包括北宋后续在成都所刻的石经。经过考察我们发现，“蜀石经”一共刻了十三部，比同时代或前朝任何

一种石经或儒学丛书纳入的经典都要多（今存于西安碑林的“开成石经”虽有《孟子》，但系清代补刻），因此我们

认为：“蜀石经”是儒家“十三经”最早结集的典范，它开创或奠定了儒学文献最稳定的规范和模式。下面试对“蜀

石经”的情况粗作疏理： 

    晁公武《石经考异序》：“按赵清献公（抃）《成都记》：‘伪蜀相毋昭裔捐俸金，取《九经》琢石于学宫。’

而或又云：毋立裔依太和旧本，令张德钊书。国朝皇祐中田元均补刻公羊高、谷梁赤二《传》，然后十二经始全。至

宣和间，席升献（貢）又刻孟轲书参焉。”[18]晁公武曾出守成都，亲见亲历，所述具体全面。曾宏父《石刻铺叙》

对“蜀石经”也有详尽描述： 

    “益郡石经，肇于孟蜀广政，悉选士大夫善书者，模丹入石。七年甲辰，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尔雅》先成，

时晋出帝改元开运。至十四年辛亥，《周易》继之，实周太祖广顺元年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三礼》不书岁月。逮

《春秋三传》，则皇祐元年九月讫工。时我宋有天下已九十九年矣，通蜀广政元年肇始之日，凡一百一十二祀，成之

若是其艰。又七十五年，宣和五年癸卯，益帅席贡始凑镌《孟子》，运判彭慥继其成。乾道六年庚寅，晁公武又镌

《古文尚书》暨诸经《考异》。”[19] 

    据曾氏所言，“蜀石经”从孟蜀广政初（938）开始刻，到七年刻成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周

易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三礼》及《左传》，共用了八年時間。至北宋皇祐元年（1049年）刻成《公》、

《谷》二传，又经过了112年。再经过75年的宣和五年，才将《孟子》入石。如果要算乾道六年（1170年）晁公武作

《考异》和刻《古文尚书》的时间，则前后经历了230余年！其所刻经数，晁公武和曾宏父都备列其名，都是十三

部，也即是至今仍然奉行的“十三经”。 

    “蜀刻十三经”形成后，曾以拓本形式从南宋至明代广为流传。曾宏父《石刻铺叙》曾据拓本对每一经的文字都

作了详尽记录。晁公武还用通行“监本”十三经与之蜀石经对校，撰《石经考异》，记载：“《周易》经文不同者五

科，《尚书》十科，《毛诗》四十七科，《周礼》四十二科，《仪礼》一十一科，《礼记》三十二科，《春秋左氏

传》四十六科，《公羊传》二十一科，《谷梁传》一十三科，《孝经》四科，《论语》八科，《尔雅》五科，《孟

子》二十七科。”[20]十三部石刻经典的名称及其与“监本”之异同，皆章章在目，毫无含混。 

    “蜀石经”校勘精审，书法秀美，法书家奉为宝帖。明代《文渊阁书目》即将其著录于“法帖类”：“《石刻周

易》一部三册，《石刻尚书》一部三册，《石刻毛诗》一部八册，《石刻周礼》一部八册，《石刻仪礼》一部十册，

《石刻礼记》一部十四册，《石刻左氏传》一部三十册，《石刻公羊传》一部七册，《石刻谷梁传》一部七册，《石

刻论语》一部三册，《石刻孝经》一部一册，《石刻孟子》一部三册，《石刻尔雅》一部三册，《石刻异考》一部一



册。”[21] 

    后张萱《内阁图书目录》也有与《文渊阁书目》相同著录，还在《疑耀》书中记载其校阅发现经过，直称之“成

都石经”（或“蜀本石经”），还特别告语：诸拓本皆“完好如故”，“独《左氏春秋》未知为何人书，其纸墨之

精，拓法之妙，当是宋物，真希世宝也！”[22] 

    “蜀石经”拓本入清以后才逐渐消失，光绪时重编内阁大库存书档册时，已经不见“蜀石经”拓本。晚清藏家陆

续收集到一些零星残卷和残页，即从内阁大库逸出。“蜀石经”残石，近世也陆续有所发现，累计拓片和残石，已有

《周易》、《古文尚书》（晁公武补刻，不在“蜀十三经”之数）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

《春秋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八种[23]，种数刚逾一半，而份量仅片纸零楮[24]。具有“其石千数”规模

的蜀石经何以澌灭如此，个中原因还须探讨，也许地不爱宝，他日当会有所发现。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三、“蜀石经”的意义和价值 

    

    从上考可知，“蜀石经”不是九部，也不是十部、十一部、十二部，而是十三部。其中不仅有《孟子》，而且也

有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。这十三部石经刻成于成都府学文翁石室之中，故又号称“石室十三经”。它是儒家“十三

经”的首次结集，对儒学“十三经”的正式定型，特别是对儒家经典“文献典范”的形成，都起到过重要的积极作

用。 

    首先，“蜀石经”是最早的“儒学十三经”。儒家经典的结集和传播，在大型儒学丛书产生之前，主要是靠石经

的刊刻来实现的。在历代石经中，“蜀石经”最早形成了“十三经”的规模。“熹平石经”只有《周易》、《尚

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七经[25]；“正始石经”只有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春秋

左传》二种；唐“开成石经”有十二种却无《孟子》；北宋熙宁“二体石经”虽有《孟子》却只有九经；南宋高宗

“绍兴石经”，即赵构所书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左氏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及《礼记》五篇，也只有七

种而不完整。唯独“蜀石经”刻成了包含《孟子》在内的儒家十三部经典。承此风者，有清朝乾隆時所刻之《清十三

经》。“蜀石经”具有儒学文献规模初具、典范初成的承上启下作用。 

    其次，“蜀石经”曾以拓印本的形式影响学界。“蜀石经”不是简单地刻石储藏而已，而且公开展示，任人校

阅，对儒家“十三经”的广泛传播和规范起到了促进作用。此外，“蜀石经”还广泛拓印流行，形成了规格统一、规

模宏大的印本“十三经”，拓本“蜀石经”是发生历史上最早的“十三经”丛书。对以拓本形式流传的“蜀石经”，

赵希弁《郡斋读书附志》和曾宏父《石刻铺叙》都有详尽著录： 

    “《石经周易》，右《周易》十卷，经、注六万六千八百四十四字，将仕郎守国子助教、臣杨钧、朝议郎守国子

《毛诗》博士柱国、臣孙逢吉书。 

    《石经尚书》，右《尚书》十三卷，经、注并序八万一千九百四十四字，将仕郎、试秘书省校书郎、臣周德贞

书，镌王册官陈德超镌。 

    《石经毛诗》，右《毛诗》二十卷，经、注一十四万六千七百四十字，将仕郎、试秘书省校书郎张绍文书。 

    《石经周礼》，右《周礼》十二卷，经、注一十六万三千一百单三字，将仕郎、试秘书省校书郎孙明吉书。 

    《石经仪礼》，右《仪礼》十七卷，经、注一十六万五百七十三字，将仕郎、试秘书省校书郎张绍文书。 

    《石经礼记》，右《礼记》二十卷，经、注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一字，卷首题曰‘御删定礼记月令第一集，贤院

学士、尚书左仆射兼右相吏部尚书修国史、上柱国、晋国公、臣林甫奉勅注’，《曲礼》为第二，盖唐明皇删定之本

也，将仕郎、试秘书省校书郎张绍文书。 

    《石经春秋》，右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二十卷，经、注并序三十四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字，不题所书人姓氏。 

    《石经公羊》，右《公羊》十二卷，经、注一十三万一千五百一十四字，不题所书人姓氏。 

    《石经谷梁》，右《谷梁》十二卷，经、注八万一千六百二十字，不题所书人姓氏。 

    《石经论语》，右《论语》十卷，经、注并序三万五千三百六十八字，将仕郎、前守简州平泉县令、兼殿中侍御

史、赐绯鱼袋张德钊书，颍川郡陈德谦镌字。 

    《石经孝经》，右《孝经》一卷，经、注并序四千九百八十五字，不题所书人姓氏，但题‘颍川郡陈德谦镌

字’。 

    《石经孟子》，右《孟子》十四卷，不题经注字数若干，亦不题所书人姓氏。 

    《石经尔雅》，右《尔雅》三卷，将仕郎、前守简州平泉县令、赐绯鱼袋张德钊书，武令升镌。不题经注字数若

干。 



    以上《石室十三经》，盖孟昶时所镌，故《周易》后书‘广政十四年岁次辛亥五月二十日’，唯《三传》至皇祐

初方毕，故《公羊传》后书：‘大宋皇祐元年岁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毕’”[26] 

    这里著录的，既有总名（《石室十三经》）又有子目（自《周易》至《尔雅》13种），俨然一部丛书目录。我们

若视“蜀石经”为“以石质为印板的经学丛书”亦不为过。 

    其三，“蜀石经”最早拥有“十三经”之名。如上所揭，赵希弁已有《石室十三经》之称，而且不把13部书分别

隶属于各经分目下，说明诸本原来即汇储一处；赵氏径称之“石室十三经”，说明这十三部拓本原有一个总名，已经

具有“丛书”性质。除此之外，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于“总类”经部开卷之首即著录《成都石刻九經》；王应麟《玉

海》卷四三也径称之为《石室十三经》。明任浚有谓：“若夫《石室十三经》，始自孟蜀。”[27]清阎若璩《古文尚

书疏正》卷二亦称“《石室十三经》”[28]认定“十三经”形成于蜀之石经，皆深有见地之言。是故清人沈廷芳在

《经解》总结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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